
中国人口科学 2017 年第 5 期中国人口科学 2019 年第 5 期

人口迁移是一种经济社会要素变动，既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也影响经济社会的

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人口迁移的发展历程①，探讨人口迁移发生、发展的机制、
过程和属性，总结人口迁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及规律，不仅有助于加深对

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为今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增强社会发

展和创新活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70 年来人口迁移发展历程

总体而言，新中国 70 年来的人口迁移大致可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

划分为改革开放前 30 年和改革开放后 40 年两个阶段（王桂新，2009）。从新中国成立

到 1978 年，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人口迁移深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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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三大人口变动之一的人口迁移，也伴随国

家的艰难探索走过了 70 年历程。回顾人口迁移的发展，大致可以 1978 年为界

划分为改革开放前 30 年和改革开放后 40 年两个阶段。两个阶段主要受经济

体制及改革开放的影响，人口迁移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户籍制度自 1958
年出台，一直作为人口迁移的桎梏制约着人口迁移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初

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在城市没有户口也可以生存的条件，

使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推动了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创造了中国经济

持续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户籍制度仍制约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

移，使其只能是“不完全”迁移及“半”城市化，并同时造成了严重的农村“三留

守”人口问题。彻底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才能更好地实现人口迁移与经济社会

的良性互动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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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新中国人口迁移仅指国内人口迁移，不包括国际迁移。

2

C M Y K



约；1978 年末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改革开放，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人口迁移也相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市场化特征。受经济体制及改革开放的影响，两个阶

段人口迁移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特征。
（一） 改革开放前（1949～1978 年）的人口迁移历程

新中国成立伊始，主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创建中国特色的以户籍制度为基

础的二元社会体制。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及户籍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的制约，人口迁移

以计划型人口迁移为主，同时也存在以改变生活困境为目的的农村自发性人口迁移。
1. 1949～1957 年的人口迁移

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这一时期户籍制度尚未建立，人口迁

移既存在一定有组织的计划型迁移，也存在农村人口的自发性迁移，其中农村人口的自

发性迁移甚至是当时人口迁移的主流。
1949～1952 年的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1）政权更替形成的人口迁移。具体表现为自

北向南、由农村迁向城市以接管政权、建设城市为目的的人口迁移和旧政权人员的安

置及居民返迁所形成的主要由城市迁向农村的人口迁移。（2）经济恢复和发展形成的人

口迁移。新中国成立后，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成为诱发人口迁移的动因。1951 年中央政府

出台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提出“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使人口迁

移十分活跃，不仅有政府组织的计划型人口迁移，也有自发性人口迁移。在自发性人口

迁移中，既有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乡→城迁移，也有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向东北、内蒙

古和西北边疆地区开垦拓荒的由农村到农村的乡→乡迁移。由于当时经济发展的重点

在城市地区，自发性人口迁移基本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为主。例如，上海市仅 1951 年

就迁入人口 100.4 万人，净迁入 43.78 万人，净迁入率高达 8.38%，形成上海市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人口迁入高峰（胡焕庸，1987）。与此同时，新政府制定了一些相关政

策法规，也促进了由农村迁向农村、以开垦拓荒为主要目的计划型人口迁移。例如，1949～
1952 年新疆共迁入 63.9 万人，其中农民最多，为 25.56 万人（周崇经，1990）。

1953～1957 年（“一五”时期），为了改变旧中国不甚合理的工业布局，政府不仅有

计划地组织东部沿海城市一些工厂企业迁往东北、西北、华北等内地和边疆地区，同时

也加快了这些地区新建、扩建工业企业的步伐，使东部地区人口向黑龙江、新疆等东北、
西北边疆地区迁移。1954 年全国迁移人口为 2 200 万人，1955 年增长为 2 500 万人，

1956 年进一步增长到 3 000 万人。这一时期年人口总迁移率普遍较高，一般在 8%以上，

其中 1956 年甚至高达 9.42%，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总迁移率最高的几个年份之一（见表

1）。从各省人口净迁移来看，1953～1957 年，作为当时全国重要人口迁入地的黑龙江、
辽宁和内蒙古，净迁入人口规模均超过 100 万人。其中，黑龙江省仅 1954～1957 年就

净迁入112.8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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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向新建工业区迁移。如政府组织的东部

沿海城市工厂企业职工及其家属随同企业成“建制”向内地、边疆地区迁移，以及东部沿

海城市大批工厂企业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响应政府号召志愿到新兴工业城市和重点建

设地区支援经济建设，由此形成从沿海迁向内地、由城市迁到城市的城→城迁移。上海

市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承担了支援外地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1950～
1957 年支援外地建设共迁出 43.52 万人，其中“一五”时期迁出 33.65 万人。支援外地建

设人口的流向，主要是东北三省（胡焕庸，1987）。为了适应国家新建、扩建工矿企业的需

要，这些地区政府也同时从农村招收一批农民进城，并吸收大量自发进入城镇的农民就

业，形成农村人口迁向城市的乡→城迁移。二是向“三北”新垦荒地区迁移。东部地区人

口规模大、密度高的山东、河南等省，历来是向黑龙江、新疆等边疆地区迁出垦荒移民的

重要省份，不仅自发性农村垦荒移民源源不断，而且也有政府组织的较大规模的计划

型垦荒移民迁向这些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政府统一组织的大规模计划垦荒移民

从 1955 年开始，到 1960 年结束，前后持续了 6 年之久，涉及 70 多个县市，共迁出 100
多万人。可以说，这一阶段东部沿海人口稠密地区人口向东北、西北和华北新建工业区

或垦荒区迁移是当时人口迁移的重要特征。
2. 1958～1965 年的人口迁移

这一阶段人口迁移大起大落，以被动迁移为主要特征。1958～1960 年，以推进重

工业化为主的“大跃进”运动掀起了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乡→城迁移，成为当时人口

迁移的主流。1958～1960 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总数几乎每年都在 1 000 万人以上，

1958 年甚至达到 3 200 万人（杨云彦，1994）；人口总迁移率超过 9.0%，形成新中国成立

以来人口迁移强度的最高峰（见表 1）。北

京和天津两 大直辖 市均 为人口 净迁入 地

区 ，1959 和 1960 年 北 京 的 迁 入 人 口 均 在

50 万人以上。即使像内蒙古这样比较落后

的边疆地区也同样如此。1960 年包头市非

农业人口比 1957 年增加了 50.35 万人，增

长 1.16 倍；在其人口增长中，迁移增长 42.93
万人，年均 14.31 万人，占人口增长总数的

85.26%。与此同时，政府组织的计划“支边”
及 农 村 自 发 性 人 口 迁 移 仍 在 持 续 进 行。
1957～1960 年内蒙古自治区从区外自发流

入 101.08 万人，除劝返 13.81 万人外，其余

87.26 万人均在内蒙古自治区定居。其中，

年份 总迁移率 年份 总迁移率

1954 7.33 1966 3.92
1955 8.17 1967 3.65
1956 9.42 1968 4.43
1957 8.37 1969 4.66
1958 9.65 1970 4.23
1959 9.02 1971 3.67
1960 9.84 1972 3.68
1961 6.15 1973 3.10
1962 6.71 1974 2.96
1963 3.98 1975 3.49
1964 4.04 1976 3.40
1965 4.53 1977 3.21

资料来源：阎蓓：《新时期中国人口迁移》，湖南

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85 页。

表 1 1954～1977 年中国人口迁移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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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河北 34.86 万人，占 39.95%；山东 11.46 万人，占 13.13%人（宋迺工，1987）。不难看

出，“大跃进”掀起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农村人口迁向城市，而计划“支边”和农村自发性

人口迁移则主要表现为由东向西、向北迁移。
1961～1965 年（“二五”计划后半期和调整期），人口迁移流向发生了显著变化。1961

年开始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大规模调整，不仅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减

少城镇人口，而且要求 1957 年以前来自农村的职工，凡是能够回乡的动员回乡。短短数

年，中国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人口迁移就完成了一个由农村迁向城市又转变为由城市

返迁农村的“U”形迁移周期。不仅如此，1962 年国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

识青年下乡，1962 年到 1966 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 129
万人。1963 年 6 月全国城镇人口减少约 2 600 万人。城市人口的骤减，直接导致城市化

水平迅速跌至“大跃进”之前的 18%左右，并由此开始了漫长的停滞时期（王桂新，1997）。
另外，这一时期，国家部署推进“三线”建设，不少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工厂企业搬迁到

“三线”地区。例如，1958～1965 年上海市迁出 23.86 万职工和家属，支援“三线”建设。其

中，1958～1962 年迁出 20.22 万人，占 84.74%，迁入地主要为陕西、甘肃、青海和江西四

省；1963～1965 年迁出 3.64 万人，占 15.26%，迁入地除陕西、甘肃、青海三省外，又增加

了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胡焕庸，1987）。
这一阶段的人口迁移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大跃进”时期的人口迁移和“三

线”建设产生的人口迁移，均为政府主导，是当时人口迁移的主流。二是“大跃进”诱发

的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大起大落、由乡→城迁移逆转为城→乡迁移。“三

线”建设所带来的计划人口迁移则是政府组织的多以“建制”进行的。三是政府主导的

“三线”及“支边”建设的计划型人口迁移与自发性人口迁移，表现为相似的由东向西、
向北的迁移模式。四是 1958 年政府出台的户籍政策（制度），虽然在“大跃进”时期未发

挥明显作用，但在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时，对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发挥了

强有力的控制作用，使全国人口迁移转入低潮。
3. 1966～1978 年的人口迁移

在这一阶段，自发性、经济迁移相对较弱，以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

等由城市迁向农村的“逆”城市化迁移构成人口迁移的主流。
1966 年，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及“十年”探索。在此期

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的“逆”城市化人口迁移逐步遍及全国各地，

1969 年达到最大规模，为 267.38 万人，1975 年次之，为 236.86 万人。1962～1979 年，全

国参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累计达 1 776.48 万人。其中 1967～1976 年，全国参与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 1 500 万人左右。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的全国性

“逆”城市化迁移，改变了当时中国城市人口的正常增长趋势，造成城市化水平不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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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1966 年城市化水平为 17.86%，1972 年下降为 17.13%，6 年间下降了 0.73 个百分点

（王桂新，1997）。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的相关政策开始松动，

部分下放的干部因工作需要陆续返迁，少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开始通过推荐上大

学、“顶替”招工或病退等原因陆续回城。1976 年之后，特别是 1977 年开始恢复大学招

生考试，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通过“顶替”招工、高考入学、安排工作

等渠道，离乡返迁回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迁回城的直接结果，使城市

人口得到较快的恢复性增长，城市化水平也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城市化水平 1982 年

为 20.79%，比 1972 年提高了 3.66 个百分点（王桂新，1997）。

另外，这一时期仍延续以经济建设为目的的人口迁移。如“三线”建设计划型人口迁

移，于 1970 年前后达到高潮，并几乎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据初步估计，“三线”建设所

涉及的迁移人口达 151.27 万之多，这些迁移人口的迁出、迁入，涉及除新疆、宁夏、青海

和西藏以外的 24 个省份，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广。而且山东、河南等一些人口大省农村地

区的贫困人口，自发迁向东北、西北等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生存条件较好的边疆地区。新
疆、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是当时中国自发垦荒移民选择迁入的三大省份。如1967～

1976 年新疆共迁入自发性迁移人口 161.71 万人，占 10 年间新疆省际迁入移民的66.0%，

其中 1973～1976 年自发性迁移人口占省际迁入移民总数的 71.8%（周崇经，1990）。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虽然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由城市

迁向农村的“逆”城市化人口迁移，但总体而言，受户籍制度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二元

社会体制的制约，人口迁移仍处于低潮期。根据户籍统计，1966 年 全 国 迁 移人口为

1 400 万人，1967～1969 年减少到 500 万～600 万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迁移人口最

少的年份；1970～1976 年大致稳定在 1500 万～1600 万人（《跨世纪的中国人口（综合

卷）》编委会，1994）。从人口迁移率来看，10 余年间，只有 1968～1970 年全国人口总迁移

率略高于 4.0%，其他年份均低于 4.0%，1974 年甚至降低到 2.96%（见表 1）。
（二） 改革开放以来（1979～2018 年）的人口迁移历程

在这一阶段，人口迁移空前活跃，并形成由西向东、由农村迁向城市为主的人口迁

移大潮。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人口迁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1978～1983 年（改革开放初始恢复期）的人口迁移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场改革首先从农村

地区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把大量的农村隐性

过剩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形成了规模巨大、几乎可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

源”。根据农业部调查，1985 年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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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及之后的人口迁移统计数据按 1987 年人口抽样调查的定义口径推算，而此前的人口迁移统计

数据是按公安系统的定义口径统计的，二者统计口径不同，故其数据不具可比性。
② 公安部：《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1995 年。

30%～50%，绝对规模在 1 亿人以上，如果再加上被抚养人口，总数可达 2 亿人（刘铮

等，1990）。然而，由于当时横亘于城乡之间的户籍制度及二元社会体制，阻碍着农村劳

动力向城市迁移，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严格控制仍如同改革开放之前。这使农村剩

余劳动力只能“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向当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转移。这一阶

段改革开放及经济的发展，并未带动人口迁移数量的同步增长，人口 迁移仍 主 要 延 续

改 革 开 放 前的趋势，年迁移量大致保持在 1 400 万～2 300 万人（《跨世纪的中国人口

（综合卷）》编委会，1994）。
2. 1984～1993 年（伴随改革开放缓慢增强期）的人口迁移

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推进以稳妥为主，农村剩余劳动力仍受户籍制度制约不能向

城市转移，人口迁移流动呈缓慢发展态势。但随着 1984 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镇落户问

题的通知》出台，放宽了农民迁移进镇的标准，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理口粮”迁移进

镇。同时，城市“保障就业或安置就业”制度的改革使得劳动力市场初步建立，加之城市

建设和经济发展迅速，创造并提供了农村劳动力入迁、就业的竞争机会，推动农村剩余

劳动力开始由“就地转移”、“就地流动”模式向“异地转移”、“异地流动”模式转变，并由

主要向小城镇迁移流动逐步发展到向各级城市甚至大城市迁移流动，其迁移流动规模

及强度也呈渐趋扩大、增强态势。这一时期，年迁移总人口由 600 多万人增加到 1 100
多万，其中省际迁移人数也大致由 120 万增加到 320 万，迁移率由 1%左右上升到 2.5%
以上①（见表 2）。

3. 1994～2014 年（与经济增长互动高速增长期）的人口迁移

这一时期，户籍制度迎来了新一轮改革，政府开始“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

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
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②，新一轮改革开放，初步打开了农

村人口迁入城市的大门，人口迁移进入高度活跃期。1995 年总迁移人口大致为 1 300 多

万人，省际迁移人口为 350 多万，2000 年二者分别增加到 3 200 多万人和 1 000 多万

人，分别增长了约 1.89 倍和 2.41 倍（见表 2）。进入 21 世纪，国家先后实施“十一五”、
“十二五”发展规划，正式提出多样化的城市发展方针，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

展。同时，户籍制度改革同步推进，初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对办理小城镇

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2010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 2010 年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 要“深 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
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 制度，在 全国

新中国人口迁移 70 年：机制、过程与发展

7

C M Y K



中国人口科学 2017 年第 5 期中国人口科学 2019 年第 5 期

范围内逐步实行居住证

制 度”。户 籍 制 度 的 改

革，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加之“西部大开发

战略”和“东北老工业基

地振兴战略”的先后推出，

激发了人口迁移流动活

性，人口迁移流动更加活

跃，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 二 个 人口 迁 移 高 峰。
2001 年迁移总人口 3 500
多万、省际迁移人口 1 200
多 万 ，2014 年 增 加 到 峰

值 8 205 万和 2 807 万，

迁移强度（迁移率）也相

应增加到 6%和 2%左右

（见表 2）。
4. 2015～2018 年（迁

移 活 性 渐 减 调 整 期）的

人口迁移

2008 年世界金融危

机和其他一些国际因素

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

经济的增长速度，2010 年

经济增长速度开始缓慢

下 降 ，2010 年 为 10.3%，

2012 年下降到8%以 下，

2015 年 进 一 步 降 低 到

7%以下。人口迁移流动的

活跃程度与经济发展速

度密切相关（2006～2015
年全国 GDP 增长率与总

迁移人口增长率的相关

注：人口迁移规模根据 1987、1995、2005、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

和 1990、2000、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内插并加以适当调整处理得到，迁移

率根据全国总人口与推算迁移人口数计算得到。

表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省内人口迁移状况的演变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总迁移

439.09
605.63
742.99
768.59
794.18
819.78
845.37
870.97
896.57
922.16
947.76
1115.43
1305.70
1690.22
2074.74
2459.26
2843.78
3228.31
3511.86
3725.46
4047.09
4354.66
4726.14
5239.46
5772.56
6303.39
6809.90
7270.02
7661.70
7962.89
8151.52
8205.54
8102.89

0.43
0.58
0.70
0.71
0.73
0.74
0.75
0.76
0.77
0.79
0.80
0.93
1.08
1.38
1.68
1.97
2.26
2.55
2.75
2.90
3.13
3.35
3.61
3.99
4.37
4.75
5.10
5.42
5.69
5.88
5.99
6.00
5.89

省际迁移

104.94
119.62
151.62
180.24
204.57
228.90
252.23
265.39
274.59
290.03
310.21
319.33
356.08
439.39
551.97
657.95
873.85
1089.39
1224.49
1372.35
1529.31
1691.69
1855.84
2018.07
2174.73
2322.14
2456.63
2574.54
2672.19
2745.91
2792.05
2806.92
2786.86

0.10
0.11
0.14
0.17
0.19
0.21
0.22
0.23
0.24
0.25
0.26
0.27
0.29
0.36
0.45
0.53
0.69
0.86
0.96
1.07
1.18
1.30
1.42
1.54
1.65
1.75
1.84
1.92
1.98
2.03
2.05
2.05
2.03

1982 362.70 0.36 94.86 0.09

省内迁移

334.15
486.01
591.37
588.35
589.61
590.88
593.14
605.58
621.98
632.13
637.55
796.10
949.62
1250.83
1522.77
1801.31
1969.93
2138.92
2287.37
2353.12
2517.78
2662.97
2870.30
3221.38
3597.83
3981.26
4353.27
4695.49
4989.52
5216.97
5359.47
5398.62
5316.03

267.84 0.26
0.32
0.47
0.56
0.55
0.54
0.53
0.53
0.53
0.54
0.54
0.54
0.66
0.78
1.02
1.23
1.44
1.57
1.69
1.79
1.83
1.95
2.05
2.20
2.45
2.72
3.00
3.26
3.50
3.70
3.85
3.94
3.95
3.87

年份 迁移人口 迁移率 迁移人口 迁移率 迁移人口 迁移率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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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 0.88），经济增长减速减缓了就业机会的增长。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4 年推出“新型城镇化规划（2016～2020）”继续强

调这一控制政策。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纷纷出台严厉措施，试图控制和减少农民工等

外来人口。另外，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中西部发展战略的实施，

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的驱动力。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使

人口迁移流动趋势发生逆转，大致在 2014 年达到峰值后规模开始减小，2015 年全国

迁移总人口已减少到 8 103 万，省际、省内迁移人口分别减少到 2 788 万和 5 316 万。国

家卫计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也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在 2011～2014 年持续

增长，由 2.30 亿人增长到 2.53 亿人，但从 2015 年开始减少为 2.47 亿人，2016 年减少

为 2.45 亿人，2017 年减少为 2.44 亿人，基本上每年减少 100 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卫计委

调查的流动人口总量也是在 2014 年达到峰值，之后呈逐渐减少趋势。可以预料，在其后

数年仍将延续这一趋势。

二、70 年来人口迁移的机制、属性及其转变

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人口迁移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70 年来中国人口迁移不

仅规模和强度总体上呈由小增大、由弱趋强的态势，不同时期人口迁移的属性特征、动
力机制及区域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口迁移原因和机制的重大转变

从迁移人口个体的迁移原因及人口迁移动力机制分析，同样显示出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人口迁移的原因及其动力机制发生了明显变化。
1. 人口迁移原因的变化

不仅改革开放前后人口迁移原因有所不同，即使改革开放之后，人口迁移的原因也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影响人口迁移的“首位原

因”是“工作调动”，其比例约为 20%，80 年代后期开始转变为“务工经商”，其比例在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后期分别为 25%和 30%以上。21 世纪最初 5 年，该比例进一步提

高到 43%（王桂新等，2005）。特别是省际人口迁移，以上 3 个时期受“务工经商”这一

“首位原因”影响而迁移的移民比例分别占 30%、65%和 73%左右（见表 3）。说明随着时

间的推移及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的“首位原因”发生了变化，而且

“首位原因”对人口迁移特别是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也明显增大，人口迁移已转变为以

受经济原因影响为主导的经济型迁移。
2. 人口迁移机制的变化

人口迁移原因的变化，反映出人口迁移机制的变化。如果根据经济原因影响人口迁

新中国人口迁移 70 年：机制、过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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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原因省际迁移人口比例 %

工作 分配 务工 学习 投亲 拆迁 退休 随迁 婚姻

调动 录用 经商 培训 靠友 搬家 退职 家属 迁入

1982～1987 19.89 5.26 8.57 9.02 13.35 - 2.54 18.68 15.54 6.15
1985～1990 15.06 4.53 29.46 8.38 10.39 - 1.48 10.86 13.66 6.18
1995～2000 2.67 1.55 64.75 6.30 5.02 0.79 - 9.25 5.48 4.18
2000～2005 1.16 0.21 73.36 1.44 6.53 0.54 - 9.99 4.00 2.76
2005～2010 2.49 - 73.33 4.49 5.05 0.76 - 11.14 2.46 2.52

时间（年） 其他

注：2010 年人口普查删除“分配录用”，增加“寄挂户口”，表中的“投亲靠友”包括“寄挂户口”的 2.46%。

移的计划性和市场化特征，进一步把“工作调动”和“分配录用”作为政府计划型迁移，

把“务工经商”作为市场自发性迁移，在经济原因形成的人口迁移中，政府主导的计划型

省际迁移人口比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约为 25%，80 年代后期大致下降到 20%，

1995～2000 年下降为 4%左右，2000～2005 年下降到 1.37%。与此相反，市场自发性省

际迁移人口在 80 年代前期仅占 8%左右，80 年代后期大致上升为 30%，2000～2005 年

和 2005～2010 年则迅速增长到 73%以上。显示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增大，人口迁移

的动力机制随之发生转变，由以政府计划型迁移为主转变为市场自发型迁移占明显主

导地位。显著增多的“务工经商”迁移人口，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迁移人口的主体。这说

明，改革开放前，不管政府主导的计划型人口迁移还是农村自发性人口迁移，都是伴随

户籍变更的户籍人口迁移，而改革开放后虽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户

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仍制约着农村迁移人口的户籍变更，使改革开

放以来的农村人口迁移基本上是没有伴随户籍变更的“不完全”迁移，这是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人口迁移的主流和特色。
（二） 人口迁移区域模式的重大转变

改革开放前后人口迁移原因、机制的变化，不仅推动人口迁移日趋活跃，也使其流

向选择及区域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1. 人口迁移区域模式的转变及特征

在 1978 年经济体制改革前，主要受计划经济、“三线建设”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不管

政府主导的计划型人口迁移还是自发性人口迁移，基本上是东部地区人口向中西部和东

北地区迁移。受改革开放的影响，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西部地区人

口向东部地区迁移成为人口迁移的主流。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及差异变化，中西部地区人

口向东部地区迁移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从迁入人口比例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中、
西部地区存在很大差异，开始时大约 50%迁移人口集中选择迁入东部地区，近 50%大

致均分迁入中、西部地区。90 年代后期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所占比例超过 76%，21 世

纪前 5 年，该比例提高到 80%以上。而选择迁入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比例则相应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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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城镇迁移人口的演变

注：根据 1987、1990、2005、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和 1990、2000、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农村（县） 市、镇 农村迁向市镇人口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1982～1987 年

迁出 2076.02 67.99 977.24 32.00 1545.19 74.43
迁入 721.50 23.63 2331.69 76.37

1985～1990 年

迁出 2130.11 62.48 1279.00 37.52 1671.82 78.48
迁入 590.47 17.30 2822.29 82.70

1990～1995 年

迁出 1985.55 59.75 1337.43 40.25 1194.71 60.17
迁入 948.96 28.56 2374.02 71.44

1995～2000 年

迁出 7316.24 58.70 5148.17 41.30 5065.50 68.96
迁入 1710.94 11.85 12728.14 88.15

2000～2005 年

迁出 9143.59 61.32 5767.47 38.68 7337.34 80.25
迁入 2328.41 15.62 12582.65 84.38

2005～2010 年

迁出 15339.69 62.98 9015.68 37.02 12840.19 83.71
迁入 3130.02 12.85 20225.36 87.15

期 间

趋势，尤以中部地区最甚，21 世纪前 5 年二者所占比例已分别下降为 8%和 10%左右，

之后变化不大。从省际人口迁移考察，同样表现出人口主要由西向东迁移的特征。改革

开放以来，尽管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不时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变化，但省际人口迁移的区

域模式表现出明显的顽健性（王桂新、潘泽瀚，2016）。
2. 人口迁移城乡模式的转变及特征

改革开放前，曾经大规模的城市人口迁向农村，形成“逆”城市化的城乡迁移模式，

改革开放后，人口迁移城乡模式发生逆转，中西部地区人口大规模向东部地区的迁移，

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向东部城市的迁移。如表 4 所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迁

出人口 一般占 迁出总 人口的 60%左右。这些农 村迁出 人口主 要选 择迁入 城市，除

1990～1995 年外，农村迁出人口选择迁向城市的比例均在 70%左右，进入 21 世纪该比

例超过 80%，其中 2005～2010 年高达 83.71%。农村人口迁向城市又主要选择向京津

冀、长三角（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珠三角（广东省）三大城市群集中。1985～1990 年，

选择迁向三大城市群的人口为 364.85 万人，1995～2000年增长到 1 990.40 万人，2005～
2010 年又增长到 3 534.55万人，20 年间增长了 8.7 倍。三大城市群迁入人口占全国迁移人

口的比例也相应由

改革开放初期的约

30%提高到 65%左

右。说明改革开放

后 ，农 村 人 口主要

向城市迁移 ，并 重

点选择 向 京 津 冀、
长 三 角、珠三角三

大城市群集中。
（三）人口迁移

与经济发展作用关

系的转变及其特征

改革开放前 30
年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缓慢，其中有很多原

因，人口迁移也是

重 要 影 响 因 素 之

一。其一，受户籍制

度等制约，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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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度不足，难以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推动力。其二，人口迁移多为政府主导，与经济

发展关系不够密切。其三，山东、河南等人口稠密地区农村人口向西部、东北边疆地区的

自发性迁移，对缓解人口稠密地区人口过多矛盾，开发西部及东北边疆、边远地区具有

一定的作用，但未能创造集聚经济。所以这一阶段的人口迁移总体上并未对经济发展起

到促进作用，甚至形成一定的阻碍。改革开放后 40 年，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生

了变化。人口迁移成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过程，中西部农村地区人口向东部城市

地区迁移集中，不仅提高了农村地区边际劳动生产率，也满足了迁入地区（如东部地区

城市）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缓解了城市建设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的矛盾，而且不断创

造出集聚经济，因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是改革开放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第一推动”，激

发和促进了人口迁移的发生和发展。一旦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启动，就形成“同步即

时效应”，激发人口迁移（称为经济发展的“迁移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的

“异时累积效应”逐步强化，促使人口迁移更加活跃。根据 1982～2000 年近 20 年的数据

分析，GDP 每增加 1 000 亿元，其激发人口迁移的“同步即时效应”，可使省际人口迁移

率提高 0.06 个千分点；对人口迁移激发作用的“异时累积效应”5 年后最大，这时可使省

际人口迁移率提高 0.13 个千分点。与此同时，受经济发展激发的人口迁移一旦发生，也

形成“同步即时效应”，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称为人口迁移的“经济效果”），成为推动经

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迁移的“异时累积效应”又逐步强化，进一步

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此期间，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每增加 1 万人，其推动经济发展的“同

步即时效应”大约可使 GDP 增加 100 亿元；对经济发展的“异时累积效应”8 年后最大，

这时大约可使 GDP 增加 360 亿元（王桂新等，2004）。可见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作用于

省际人口迁移的“异时累积效应”大致滞后 5 年最大，省际人口迁移作用于经济发展的

“异时累积效应”大致滞后 8 年最大，而且其“迁移效果”或“经济效果”均大于各自“同

步即时效应”的效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总体上高度正相关，二者

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相互促进，人口迁移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

三、人口迁移与发展：70 年的经验

（一）70 年人口迁移与发展的几点主要结论

人口迁移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划分为改革开放前 30 年和改革开放后 40 年两个阶段。
由于改革开放前后实行的经济体制、相关政策不同，人口迁移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过程

和属性特征。
第一，改革开放前 30 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政府主导的计划型人口迁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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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发性人口迁移虽有发生，但规模不大；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人

口向经济落后的中西部与东北及边远、边疆地区迁移。受户籍制度等计划经济体制的制

约，人口迁移不活跃，总体处于低水平，而且受政府干预的影响，起伏波动较大。改革开

放后 40 年，中国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自发性人口迁移逐步占主导地位；

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也转变为中西部经济较落后地区人口主要向东部发达地区迁移；

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人口迁移日趋活跃，呈快速稳定增强趋势。
第二，伴随着人口迁移区域模式的变化，人口迁移的城乡模式在改革开放前后也发

生了重大转变。改革开放前 30 年，除“大跃进”时期带来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乡→
城迁移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干部下放到农村均形成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的“逆”城
市化。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城市改革、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创造

出大量就业机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推拉作用，掀起了规模庞大的农村人口迁向城市

的城市化乡→城迁移大潮。
第三，经济体制特别是户籍制度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二元社会体制，一直深刻

影响着人口迁移发展的全过程。1958 年户籍制度出台以来，就成为人口迁移特别是农

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桎梏。在户籍制度的制约下，人口迁移总体上处于低水平，人口城

市化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向城市的城市化迁移，

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为广大迁向城市的农民工提供了基本的

生存条件。但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并造成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迁

移主要为不伴随户籍变更的“不完全”迁移。农村人口的“不完全”迁移又造成了人口城

市化发展的“半”（或“不完全”）城市化，形成了中国人口迁移与人口城市化发展的显著

特色。
第四，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深受经济体制等因素制约，不同经济体

制下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不同。人口迁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生产要素的重

新配置。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人口迁移主要受市场规律支配，是一种生产要素的优

化配置过程，因而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

移主要由政府主导，这样就难以保证人口迁移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因而未必能促

进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前，政府主导的计划型人口迁移基本没有对经济发展起到良好

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人口迁移实现了

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因而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70 年人口迁移与发展的主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整个国家经历了一个艰难探索和曲折发展的过程，人口迁移

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波动多变的发展过程。根据对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人口迁移发展历程

的考察及以上几点主要结论，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经验。
第一，没有人口迁移，就没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没有人口迁

新中国人口迁移 70 年：机制、过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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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就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人

口迁移的发展历程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前，人口迁移整体不活跃，人口城

市化发展缓慢，致使经济发展及现代化也进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日趋活跃，

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由此推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加速，水平明显提高。
第二，政府必须减少对人口迁移的干预，让人口迁移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发

展。人口迁移本来就是一种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经济现象，所以政府要减少对人口迁移

的干预，确保人口迁移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发展。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

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有不同结果，就是由政府是否干预、人口迁移是否遵循经济规律和市

场规律决定的。改革开放前政府主导的“三线建设”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规

模计划型人口迁移，规模不可谓不大，但不具“发展”意义，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

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人口迁移

在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作用下日趋活跃，成为助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三，要高度重视和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村人口“不完全”迁移及由此带

来的“半”城市化和农村“三留守”人口问题。目前，迁入城市的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农

民工）未能变更户籍，他们虽已常住在城市生活就业，却不能获得城市户籍和享受城市居

民待遇，无法实现与城市居民的融合和平等，从而造成城市社会矛盾激化甚至不稳定的

隐患。同时，造成了分别达数千万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只有彻底改

革现行户籍制度，允许人们自由迁徙和居住，才能实现人口迁移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和

更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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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70 Years of China’s Migration: Mechanisms, Processes and Evolution Wang Guixin·2·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tion during the past 70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rases, the first 30 years before

1978 and the 40 years thereafter. Migration in the two phrases has develop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ffected by eco-
nomic system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hukou system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tion since its estab-
lishment in 1958.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provides city- living
conditions for population even without city’s hukou. A large- scale rural population migrated to cities has pushed forwar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n led to more than 30 years’high- rat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hukou, migration at this stage was incomplete and resulted in partial urbanization.
The incompleteness causes issues of rural“left behind”population. It is crucial to reform the hukou system so as to achiev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igration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tudy on 70 Years’Change of China’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 Spati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Hu’s Line Yin Deting Yuan Shang·15·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opulation spatial database using censuses, statistical yearbooks and China urban construc-

tion yearbooks since 1949, and carries out spati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tempor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Hu’s Line has remained unchanged. From 1953 to 2017, the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in the southeastern of the line de-
clined by only 2.65 percentage points, but the ratio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population showed a gradual downward trend.
(2) There i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trend of ex-
panding spatial differences has been curbed since 2000. The agglomeration pattern on both sides of the Hu’s Line re-
mains stable, but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graduall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small agglomeration and
large dispersion”. (3) National population centers have always located at the east of the Hu’s lin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has maintained the general trend of moving to the southwest. The high value of population expansion
intensity in all areas based on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centroid shows the trend of changing from northeast to southeast.
(4)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mographic coordination in general has improved, but the proportion of coordinated cities is
de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coordination cities at the east side of the Line is higher.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Structural Dividend and Space-time Effect:
A Perspective of Labor Market Efficiency Tang Daisheng Sheng Wei·2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rowth effect and variation of population urban-

iz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on labor market efficiency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 from 2012 to 2016. The result shows that, urbanization has a lag effect on improving labor market efficiency, and
the structural dividend effect is gradually highlighted and strengthened over time. Urbanization strengthens the produc-
tivity growth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forms a“synergistic effect”to promote labor market efficiency.
Spatially, urban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diffusion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labor market efficiency in adjacent regions.
But as time goes on, it will gradually form a spatial competition effect. As the simulation boundary expands, labor market
efficiency has presented the nonlinear pattern as an“inverted U”, which breaks the strict hypothesis of“distance attenu-
ation”. In addition, space- time effect of employment dividend shows, although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
grading cannot produce significant long- term employment dividend in the region, they can bring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mployment in adjacent regions through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general, by actively weakening the spatial barriers
between regions, avoiding the excessive economic aggregation, and expanding market boundary to promote market 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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